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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气质量与环境移民
*
 

——基于模糊断点模型的经验研究 

席鹏辉  梁若冰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目前缺乏中国地区间环境移民的有效证据，这可能受样本数据和实证策略的

限制。环境移民提高了宏观地区的住房需求，本文选择住房销售面积作为人口代理变量，

并根据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了模糊断点回归（FRD）。结果表明模范城市

增加了住房销售面积，这也得到了常住和户籍人口的证据支持，同时户籍政策抑制了模范

城市人口的增长；最后，“申请效应”和“就业效应”检验排除了环境移民效应来自其他

途径的可能。政府在制定经济与环境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环境对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 

关键词：环境移民  住房销售面积  环保模范城市  模糊断点模型 

一、前  言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环境质量持续恶化，这不仅不利于人们身体健康，也可能促进人们

对良好环境的追求：当本地环境没有出现好转时，公众可能被迫选择迁移，根据环境进行

“以足投票”（vote with feet），这些人群被称为“环境移民”。2014年 1月，中国与全球化

智库（CCG）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国内的环境问题加剧成为精英和富裕阶层移民的

重要原因，他们对于国内空气、饮用水以及食品卫生安全等问题比较担忧”，①该报告首次

指出了我国环境移民问题，然而国际环境移民主要为收入水平较高的精英阶层，而我国各

地区间环境移民现象是否具有一般性，并没有直接可靠的证据。 

探析环境质量对公众迁移活动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全面认清环境发展与经济活动的关

系，也是社会决策者在制定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政策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人口的自由

流动和环境质量的正效用将促使理性人以足投票，然而现今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大了迁移过

程中的“经济成本”（陆益龙，2008；刘传江等，2009）和“非经济成本”（汪汇等，2009；

陈钊等，2012）；同时，在资源紧缺和经济发展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更愿意根据就业

机会进行迁移决策，这些因素使理论研究者难以直接确定中国是否存在环境移民现象。遗

憾的是，中国关于这一方面的实证证据也极少。这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的挑战：第一，缺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30319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3YJA790061）、国家

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GL014）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感谢

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中肯评论和宝贵修改意见。 

① 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sh/2014-02-07/c_1192315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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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可靠的移民数据样本，且受限于户籍政策和统计方法，宏观人口和房价数据难以衡量移

民情况；第二，实证回归结果容易受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内生性影响，如环境保护与社会

经济等各因素密切相关，当某一不可观测变量同时影响环境质量与人口迁移活动时，直接

回归结果将是有偏的。如何识别环境质量与迁移活动的因果效应，是本文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为此，研究者们使用“享乐价格法”（hedonic price method）分析环境移民问题，其基

本逻辑是社区环境移民的流入将显著增加社区住房需求，由于社区住房供给量难以变化，

微观住房供需均衡和市场出清条件容易实现，因此需求的增加最终将提高房屋等必需不动

产的价值。然而这一逻辑在宏观地区间难以成立，由于各地区土地城镇化能够为宏观市场

较为稳定地提供住房供给量，从而市场出清条件较难满足，住房需求的增加可能无法体现

在最终房价上，可以认为宏观地区人口迁移带来的并非房价上涨，而直接表现为住房销售

的增加。为此，在移民样本数据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使用了地区住房销售面积作为常住流

动人口的代理变量。 

本文利用了 2005-2012年地级市样本数据，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评比准则设

计了一个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FRD），以克服遗漏变量内生性问

题。通过 FRD 回归结果发现：环保模范城市称号显著提高了地区住宅销售面积，该结果

得到了常住和户籍人口的证据支持，这为中国的环境移民现象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

时，本文还发现环境对户籍人口的作用受到户籍制度的抑制，环境移民效应在户籍政策较

严地区并不显著。此外，环保模范城市的移民效应具有时间滞后性，且这一效应随时间逐

渐衰弱。最后，本文检验了“申请效应”和“就业效应”，发现住房需求的增加并非地方

政府在模范城市申请过程中人为促进造成，也不是模范城市带来更多就业机会而引起的。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梳理有关环境移民文献的基础上，介绍模糊断点设计的

政策背景；第三部分是本文的实证策略，并介绍了相关的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第四

部分是主要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备择效应检验；第六部分是本文结论及

启示。 

二、相关文献综述及背景介绍 

本部分主要介绍环境移民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和本文研究策略的政策背景。环境移民

研究起源于环境难民问题研究，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逐渐重视，非极端的环境移民也引

起了学者重视，最终形成并发展出较为完整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其中关键为内生性问题的

解决，因此本部分也将介绍本实证策略的政策背景。 

（一）环境与迁移 

由于气候和自然环境恶化对人们迁移决策的作用明显，环境难民研究较为普遍。如

Reuveny 等（2009）研究了环境退化对移民人口数量的影响，发现本地环境恶化将促进对

发达国家的移民；Massey等（2010）发现环境移民影响程度受种族、性别以及年龄等变量

的作用；Nawrotzki 等（2013）发现降雨量减少提高了移民数量，但这只在干旱的墨西哥

各州出现。随着人们对环境治理的逐步重视，研究者开始关注非自然灾难环境的环境移民

效应。如 Cameron（2006）分析了不同时期与有毒废物堆场不同距离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变

化，发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增加了与污染源近距离地区的儿童、已婚父母数量以及该区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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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等；Jordan等（2007）发现美国冬天温暖或夏天干爽的地方人口增长较快，人们愿

意迁移至气候较舒适地区；Deschenes 等（2007）发现受极冷天气影响最大的年龄人群发

生迁移的可能性最高；Banzhaf 等（2008）发现有毒气体的减少会增加土地需求，也改变

了社区的经济和人口结构；Marchiori等（2011）发现气候的微小变化在长期内也会导致世

界移民的大量增加。 

由于移民人口数据难以获取，研究者们通过“享乐价格法”分析环境的迁移效应：在

市场出清条件下，地区特性将被资本化在当地工资和财产价值中，因此房价可以代表环境

质量的边际支付意愿（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如 Chay等（2005）发现 TSPs“非标

准地区”实行环境管制后空气质量明显提高，且这些地区的房价上涨更快；Currie等（2013）

分析了有毒企业的开放和关闭对周边房价的影响，发现企业的开放将导致房价下降 1.5 个

百分点，而关闭则使房价上升；Chattopadhyay（1999）根据芝加哥空气质量的提高对房价

的影响，从而测算了人们对于空气污染减少的支付意愿，他发现颗粒悬浮物和硫化物对房

价水平具有显著负效应，芝加哥空气质量提高的地区其房价有显著地提高。Cragg等（1997）

首次将享乐价格纳入离散选择效用模型，来估计人们对气候特征的需求，他们发现平均降

雨量、二月平均温度及阳光的提高，和七月平均温度、潮湿度的下降都能增加人们效用，

人们倾向于迁移至这些地区；Tra（2010）也利用离散选择均衡模型估计了洛杉矶空气质量

的提高对个人效用的影响，他发现空气质量的提高能够提高人们的实际效用；Sinha 等

（2013）通过居民迁移目的地的房价来估计气候特性的价值，发现人们不愿意停留和迁移

至冬天过冷或夏天过热地区。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以下几点：第一，环境移民的研究对象一般为移民地区的

人口数量或结构变化；第二，在环境移民样本数据难以获取的条件下，研究者开始研究环

境对房价的影响，通过房价水平判断环境导致的迁移竞争程度；第三，研究环境对人口数

量及结构影响时，可采用宏观或微观数据样本，而研究对房价影响时则采用微观数据样本，

这是由于房价受供需平衡状态影响，而微观社区的房屋供给相对稳定，住房需求增加最终

能够提高房价水平，但宏观地区土地供给具有较大弹性，需求的增加能够使地方政府通过

城镇化而扩大土地和住房供应量，因此环境移民效应最终无法传递到房价水平上来。这也

得到了 Kahn（2000）的证实，他发现洛杉矶的《清洁空气法案》使得臭氧水平下降的地

区人口显著增多，但房价却没有显著提高，他认为城市郊区土地增加了住房供应以应对人

口的增长。 

这可能正是制约我国环境移民研究的重要原因：中国尚缺乏移民微观数据，而房价的

宏观统计方法①以及各地区不一的住房供给弹性决定了房价水平难以反映环境质量，此外，

由于目前可获得的人口数据为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数据，而户籍人口主要反映了各地区

的户籍政策而非移民情况。为此，寻找合适的人口流动代理变量是中国环境移民问题研究

的关键：本文认为环境质量引起的环境移民将显著增加地区的住房需求，这实际上与享乐

价格法的出发点相一致；然而宏观市场往往难以实现市场出清和一般均衡条件，这是因为

地方政府能够扩大土地供应而增加住房供给水平，当宏观住房供给能够稳定增长时，那么

环境移民不会带来住房需求的竞争，因此宏观地区的房价可能并不会上涨，但随着住房供

                                                        
① 这得到了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的证实，他将这种根据时间和地区平均数统计的房价数据称为“技

术性问题”，同时他认为开发商可能低报房价：http://news.qq.com/a/20100306/0002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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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平的增多，环境移民效应最终将体现在房屋销售水平上。这一情况得到了我国近年来

土地供应趋势的支持：近年来的中国土地供应总量呈稳定增长趋势，持续稳定的土地供应

以及近年来中国政府主导的快速城镇化路线，极有可能使环境移民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住

宅销售面积的增多。 

为此，本文选择地区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作为各地区环境移民的代理变量。基本理论

假设是：根据环境进行以足投票的环境移民将显著增加迁移目的地区住房需求，由于宏观

地区能够稳定持续地增加住房供给，那么环境移民最终将体现在住宅销售面积变量上。在

具体研究这类环境效应时，其实证结果很容易受到内生性的影响，即人口迁移结果可能并

不由于环境质量，而是由于其他社会经济条件造成的。为减少遗漏变量的干扰，本文根据

我国的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评比规则设计了一个模糊断点回归（FRD）。 

（二）环保模范城市 

1997年 1月中国环保部下发《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的通知》，决

定在全国各城市开展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创模工作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响

应。2002年 11月 19日环保部发布《关于调整<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实施细

则的通知》，①该指标体系共包括社会经济、环境质量、环境建设、环境管理等 4个一类考

核指标，28 个二类指标，②只有达到各类指标标准，该城市才可能成为环保模范城市，该

体系自 2003年 7月 1日起开始施行。2006年 3月 27日，环保部调整环保模范城市考核指

标体系，③该指标体系自 2007年 1月 1日起开始施行并适用至今。 

环境质量是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空气污染指数（API）达标天数是关键性

指标，其标准分别是：2003年 7月 1日至 2006年 12月 31日，（全年 API<100的天数）>

全年天数的 80%；2007年 1月 1日之后，（全年 API≤100的天数）≥全年天数的 85%。

为简便，我们将“API<（≤）100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重”称为“API年达标率”，也即

API年达标率在 2003-2006年间应该超过 80%，在 2007年之后应不低于 85%。环保模范城

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为本文提供了模糊断点回归（FRD）的一个基本思路：一方面，API 年

达标率达到标准是评比模范城市的必要条件，某地区成为模范城市必须满足 API年达标率

标准，API 年达标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地区成为模范城市的概率；另一方面，API 年达标

率并不是模范城市的充分条件，这是因为：第一，环保模范城市考核体系同时包括其他若

干项指标，其他指标没达到要求也无法成为模范城市，第二，模范城市的评比是由地方政

府自主申请，存在符合模范城市基本要求的地方并没有申请模范城市的情况；第三，模范

城市的评比工作在一段时间停止过（2008-2009年），因此可能符合条件的地级市并没有成

为环保模范市。 

由于在社会活动中往往难以避免空气污染的影响，空气污染对社会公众活动影响最

为直接和广泛，相对于其他指标，API 达标率更有可能通过模范城市的指示作用影响环

境移民决策。因此，API 达标率能够作为环保模范城市的执行变量，最终影响环境移民

效应。 

                                                        
① 模范城市考核指标体系在 1997年已经制定，并已经过调整，然而由于无法获得 2002年之前的考核指

标资料，且对本文实证策略、结果和结论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略去。 

② 资料来源：http://wfs.mep.gov.cn/mfcs/cjmfcs/cmgzsc/200211/t20021115_83124.htm。 

③ 资料来源：http://wfs.mep.gov.cn/mfcs/cjmfcs/cmgzsc/200603/t20060327_753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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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环境移民的迁移决策受地区上一年度的环境质量状况影响，这是

基于以下几点：第一，对环保模范城市的迁移反应可能需要一定时间，被解释变量的滞后

一期符合基本常识；第二，当地区不是在年初被评为环保模范城市时，该年住宅销售面积

可能由于年初数据未受影响而低于实际影响，使用当期数据进行回归可能低估移民效应。

因此，我们使用下一年度住房销售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这也有效地避免了反向因果问题。 

（一）模糊断点回归 

本文根据我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考核指标评比体系设计了 FRD，试图通过断点回归模型

解决遗漏变量内生性问题。我们选择了 API年达标率与标准的距离作为执行变量，是否达

到标准值作为决策变量：在执行变量的一定带宽内，各城市样本的社会经济因素可认为是

无差异的，各样本差异的唯一来源是决策变量的不同，因此 FRD 回归结果捕捉到的是模

范城市带来的平均处理效应。回归方程如式（1）（2）（3）所示： 

 1 1( )*it it it p t itmodel index f p X           （1） 

 
2 2ln ( )* itit it p t ithousale model f p X           （2） 

 3 3( )*it it it p t itlnhousale index f p X           （3） 

其中， itmodel 为虚拟变量，当 i市 t年为环保模范城市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itindex

表示 i城市 t年的 API年达标率是否达到考核标准，达到标准时（2007年之前为 80%，2007
年及之后为 85%）为 1，反之为 0； itpercent 表示 i市在 t年的 API年达标率， it itp percent 
各年达标标准， ( )itf p 为执行变量的函数控制形式。由于本文的带宽和样本量不大，出于

简便和实用，本文采用了线性函数； X 为各控制变量，选择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经济变量，以控制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规模可能对住宅销售的影

响，选择财政收支比、千人病床数、公共交通拥有量、中学师生比等以控制地方公共服务

提供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最后加入行政区域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控制地域和建设程度对

住宅销售面积的影响； ithousale 代表 i市在 t年的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为消除极端值影响，

取对数处理；模型（1）（2）（3）分别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住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

捕捉住不同年份和不同省份的政策变化或其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式（1）为 FRD的第一阶段回归， 1 表示城市 API指标符合要求对环保模范城市评比

成功的概率影响，当地区 API年达标率低于标准时，不可能成为环保模范城市，当达到该

标准时，可能但不一定成为模范城市，因此 
10 1  ；式（2）为 FRD 的第二阶段回归，

其中， 
itmodel 表示模范城市在第一阶段的估计值，若 2 显著为正，表明环保模范城市称

号促进住宅销售面积的增多，即公众根据环保模范城市称号进行以足投票；式（3）为 2SLS

回归的简约式。 

（二）数据说明 

1. 环境质量变量 

API年达标率根据各城市 API日数据计算得到，该数据来自环保部公布的《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首先我们根据各城市每日 API数据计算各年 API达标天数，并除以该年

API报告的所有天数。由于 2003年 7月 1日实施了新考核办法，因此我们确定的 API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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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样本时间为 2004-2011 年。2004 年该质量日报中有 47 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数据，2011

年扩展至 120个重点城市。一些城市样本数据不仅在某些年份缺失，也有可能在一年内若

干天数缺失，为得到较准确地 API年达标率，并保证回归样本数量，我们计算了一年中报

告不低于 300天的空气质量的城市样本，对于空气质量报告天数低于 300天的城市样本，

其 API年达标率作缺失处理。 

环保模范城市数据来自中国环保部网站《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名单（截止 2012年 4

月 20 日）》，该名单中包含各年申请成功的环保模范城市及数量，当一个城市成为环保模

范城市时，当期及以后各期均视为环保模范城市。 

2. 社会经济变量 

根据实证策略的分析，经济类数据应滞后于环境数据一年。因此被解释变量及各类控

制变量均为 2005-2012年 120个重点城市数据。本文数据主要来自 CEIC数据库，户籍人

口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常住人口数据来自 2010年和 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经

济类变量均按照 2003 年的价格水平计算。由于四大直辖市与其他地市行政级别不同，不

具有可比性，排除这 4个城市样本。 

（三）描述性统计 

表 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城市差异较大，同时 API年达标率数

据相较于其他指标缺失较多，但仍提供了足够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单位）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PI年达标率 percent（%） 649 90.238 8.773 54.670 100 

是否环保模范城市 model 928 0.291 0.454 0 1 

住宅销售面积取对数 lnhousale 

（千平方米） 
905 7.762 0.966 3.761 10.145 

行政区域面积 area（平方公里） 923 12817.08 11370.38 1569 90659 

城市建设用地 conland（平方公里） 915 156.145 140.247 13 895 

千人病床数 bed（张/千人） 928 388.024 143.415 137.925 1269.414 

财政收支比 finance（%） 927 62.189 22.543 4.644 123.27 

中学师生比 edu（人/千人） 926 68.371 15.406 19.050 281.49 

公共交通 tran（辆/百万人） 922 3.939 3.600 0.242 28.287 

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百万元） 926 81784.51 74831.48 3189.38 440232.4 

人均可支配收入 income（元/人） 924 14111.72 4640.97 5429.07 30826.15 

人均 GDP（元/人） 925 30443.23 18077.95 5001.85 107490.5 

四、回归结果及检验 

本部分根据 FRD 的回归方程，报告主要的回归结果，并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以

观察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 

（一）FRD回归结果 

表 2 为 FRD 回归结果中式（1）和（3）的回归结果，也即 API年达标率是否达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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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城市考核标准对成为环保模范城市的影响，以及达标对住宅销售面积的影响。 

表 2  API年达标率对环保模范城市及移民的影响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lnhousale 

（4） 

lnhousale 

（5） 

lnhousale 

（6） 

Index 
0.165*** 

（0.0632） 

0.144** 

（0.0576）

0.143** 

（0.0574）

0.392** 

（0.159） 

0.234*** 

（0.0807） 

0.240*** 

（0.078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经济发展规模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公共服务提供水平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地理和建设面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2R  0.461 0.582 0.587 0.366 0.790 0.798 

样本量 649 640 632 628 620 612 

注：括号内为 H-W稳健标准误差；*、**、***表示 t统计量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从表 2可看出，在各类控制变量下，FRD的第一阶段和简约式回归均在 5%水平上显

著，这表明 API年达标率显著提高了模范城市评比成功的概率；同时，API指标的达标能

够促进地区住宅销售面积，这说明空气质量较高的地区确实能够吸引更多的环境移民。 

表 3 第（1）-（3）栏给出了式（2）的回归结果；住宅销售面积可能较强地受到城市

建设用地面积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确实不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影响，表 3

第（4）-（6）栏报告了住宅销售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比重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

结果；为观察模范城市对住宅房价的影响，表 3第（7）栏也报告了相应结果。 

表 3  模范城市对住宅销售面积的回归结果 

 
lnhousale 

（1） 

lnhousale

（2） 

lnhousale

（3） 

lnhousalerate

（4） 

lnhousalerate

（5） 

lnhousalerate 

（6） 

lnhouprice

（7） 

Model 
2.194** 

（0.974） 

1.538**

（0.729）

1.594**

（0.759）

1.946** 

（0.813）

1.940** 

（0.863）

1.618** 

（0.756） 

-0.338 

（0.22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经济发展规模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公共服务提供水平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地理和建设面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2R  0.0813 0.560 0.531 -0.709 -0.363 -0.00203 0.844 

样本量 628 620 612 617 613 612 598 

注：括号内为 H-W稳健标准误差；*、**、***表示 t统计量在 10%、5%、1%水平上显著；由于（6）

式被解释变量为占建设面积比重，因此地区和建设面积的控制变量只包括行政辖区面积；（7）栏以房价

对数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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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D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环保模范城市的称号显著促进了住宅销售面积，表 3第（4） -

（6）栏结果进一步辅证了模范城市对住宅销售面积的显著影响。根据表 2和表 3的结果可

认为，人们确实根据模范城市称号进行环境移民，使这些城市的住宅销售面积有了显著的

提高。从表 3 第（7）栏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范城市称号对房价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宏

观土地供应的增长使得模范城市的移民效应难以反映在房价变化上，这进一步验证了宏观

地区间往往难以存在市场出清和均衡条件。 

（二）稳健性检验① 

1.  API年达标率的不同处理 

由于数据原因，本文对于空气质量报告天数低于 300天的城市样本的 API年达标率作

缺失处理。选择的处理天数越大时，越能得到真实的达标率数据，然而丢失的样本越多；

为了检验结论的有效，我们将该天数分别调整至 100 天、200 天、250 天和 350 天，观察

不同的 API年达标率的处理方法对实证结果的影响。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对 API年达标率不同处理办法的断点结果 

 
model 

（1） 

lnhousale

（2） 

model 

（3） 

lnhousale

（4） 

model 

（5） 

lnhousale

（6） 

index 
0.147*** 

（0.0535） 
 

0.143** 

（0.0574）
 

0.132** 

（0.0575） 
 

model  
1.244** 

（0.622） 
 

1.594** 

（0.759） 
 

1.640** 

（0.823） 

是否包含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包含时间和地区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R  0.580 0.646 0.587 0.531 0.609 0.528 

样本量 669 649 632 612 599 582 

注：括号内为 H-W 稳健标准误差；*、**、***表示 t 统计量在 10%、5%、1%水平上显著；第（1）

（2）栏是剔除空气质量报告天数低于 200天的结果，（3）（4）栏是剔除报告天数低于 250天的结果，（5）

（6）栏是剔除报告天数低于 300天的结果。 

从表 4可以看出，当剔除报告天数越多时，样本逐渐变小，回归系数的 t统计量也在

逐渐变小，但各回归系数均在 5%水平上显著，且与主要结果差异不大，这说明处理年报

告天数的不同办法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2. 人口普查数据 

2000年和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提供了地级市常住人口数据，我们利用该人口数据

进行 FRD回归，观察在 2000-2010年间模范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否更多。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被解释变量是人口增长量，为减少反向因果关系，应使用 2000 年或之前年份的控制变

量数据，目前能够搜集到的 2000年地级市数据包括行政区域面积、人均 GDP、人均病床

                                                        
①   本文也对执行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连续性检验，结果表明执行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存在断点效应，

不会影响本文的断点回归结果，为了简化篇幅，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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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中学师生比这 4个变量，由于人均 GDP和人均病床数均与人口存在较强的内生性，①

因此只加入行政区域面积和中学师生比分别控制地域面积和地方公共服务能力可能对人

口迁移的影响，最后加入地区固定效应。同时，为比较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对常住人口增长

的影响，剔除了在 2000 年以前已经成为模范城市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5 前三栏所示，

回归系数均在 10%水平上显著，显著水平有所降低，这可能受回归样本较小影响。但可认

为模范城市确实有利于地区常住人口的增加。 

表 5  常住人口及户籍人口的回归结果 

 

常住人口

变化 

（1） 

常住人口

变化 

（2） 

常住人口

变化 

（3） 

2010常住

人口 

（4） 

2013常住

人口 

（5） 

户籍人口 

（6） 

户籍人口

（7） 

model 
2052.6* 

（1201.5） 

2425.7*

（1463.7）

2175.5*

（1243.6）
  

219.9* 

（120.5） 

-20.97 

（134.4）

lnhousale    
0.796***

（0.000）

0.590***

（0.000）
  

model*hukou      
-298.5* 

（176.8） 
 

model+model*hukou      
-78.60 

（186.84）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域面积 否 是 是   是 是 

公共服务 否 否 是   是 是 

经济水平 否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77 76 76 120 50 632 632 

注：括号内为 H-W稳健标准误差；*、**、***表示 t统计量在 10%、5%、1%水平上显著。 

此外，前文已阐述了住房销售面积作为环境移民代理变量的理论基础，为了进一步说

明该变量的代表性，我们观察了与 2010 年人口普查中地级市常住人口与住房销售面积相

关系数的显著性，结果如表 5（4）栏所示，可以看出，2010 年常住人口与住房销售面积

表现为强烈的正相关，相关系数约为 0.8，且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同时，价值线数据中

心列出了 2013年中国 5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据，②我们也计算了 2013年相关系数，结果

如表 5（5）栏所示，其大小约为 0.6 且在 1%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住房销售面积具有

作为常住人口代理变量的统计依据，利用住房销售面积获得的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3. 户籍人口数据 

户籍人口受到户籍政策的严格限制，因此难以提供环境移民的直接证据。但可采用式

（4）：在控制住户籍松紧的情况下，利用户籍松紧与模范城市交叉项来判断户籍程度较紧

                                                        
①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加入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不明显改变回归结果。 

② 数据来源：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405/04/t20140504_27549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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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模范城市的人口增加得较少。其中， 5 0  意味着相对于户籍管理较松的模范城市，

户籍政策较紧的模范城市引起的户籍人口增长越少。 

  
4 5 4( )* * *t tt i it i itcitypop model model hukou f p X hukou            （4） 

然而，户籍政策的衡量是一个较大的难题。幸运的是，何英华（2004）利用了 2000

年人口普查抽样样本，通过个人迁移决策模型估计了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

户籍制度的松紧度，并进行了相应排名。本文根据他的基本结果作为户籍变量：当地级市

所属省份排名在户籍较紧地区的前 50%时，则 1ihukou  ，反之，则为 0。式（4）结果如表

5（6）栏所示，同时（7）栏给出了户籍人口根据式（2）得到的实证结果，以观察模范城市

对户籍人口的整体效应。 

从第（6）栏可以看出，户籍制度对环境移民确实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尽管模范城

市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模范城市与紧户籍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显著

为负，且通过对模范城市与交叉项的求和检验可以看出，该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户籍较

紧的模范城市，户籍人口并不显著多于非模范城市，模范城市的环境移民现象强烈地受到

户籍制度的抑制。从第（7）栏可以看出，户籍人口的 FRD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模

范城市对户籍人口增加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目前中国各地方的户籍制度与地方公共服务

享用密切相关，较紧的户籍政策减少了人们的“迁移收益”，从而降低了对模范城市的迁

移动机。 

（三）时间趋势变化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了 t-1 年的地区环境质量状况作为解释变量，然而人口迁移

可能并不仅仅受前一年环境质量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来自之前年份环境质量的效应，有必

要分析之前年份作为环保模范城市对环境移民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观察不同时间选择对

本文结果的影响，也能够为移民效应的时间趋势变化提供证据。为此，我们分别报告了 t-2

年以及 t-3 年模范城市状况对住房销售面积的断点效应，实证结果如表 6（1）-（6）栏所

示；同时，由于断点回归中只能包括一个决策变量，因此我们无法将各期解释变量放在同

一回归方程中，为了简单判断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前几期效应的影响，我们利用 OLS

将各期环境质量状况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7）栏所示。 

表 6  环境移民效应的趋势变化 

 
lnhousale 

（1） 

lnhousale

（2） 

lnhousale

（3） 

lnhousale

（4） 

lnhousale

（5） 

lnhousale 

（6） 

lnhousale

（7） 

model滞后一期       
0.362* 

（0.189）

model滞后二期 
2.533** 

（1.050） 

1.409* 

（0.783）

1.488* 

（0.852）
   

-0.203 

（0.227）

model滞后三期    
2.323** 

（0.997）

1.083 

（0.690）

1.198* 

（0.701） 

-0.130 

（0.12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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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lnhousale 

（1） 

lnhousale

（2） 

lnhousale

（3） 

lnhousale

（4） 

lnhousale

（5） 

lnhousale 

（6） 

lnhousale

（7） 

经济发展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公共服务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地理条件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样本量 515 510 502 433 429 422 442 

注：括号内为 H-W稳健标准误差；*、**、***表示 t统计量在 10%、5%、1%水平上显著。 

从表 6（1）-（6）栏可以看出，环保模范城市滞后两期与滞后三期的 FRD回归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环境质量对于环境移民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t-2期及 t-3期的环

境质量都将显著改变 t期的住房销售面积；同时对比滞后各期的回归系数结果：滞后三期

的回归系数为 1.198，滞后两期为 1.488，滞后一期为 1.594，可以发现随着滞后期数的增

加回归系数逐渐减小，这表明环保模范城市效应随着时间存在衰弱趋势。此外，根据（7）

栏的 OLS 回归结果可看出，尽管不同滞后期数的环境质量变量同时进行回归可能存在共

线性问题，但一阶滞后的模范城市变量仍显著为正，这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环保模范城市确实能够显著地影响一个地区的住宅销售面积。 

五、备择假说检验 

根据第四部分实证结果，环境质量状况确实能够影响环境移民决策，环境质量越优的

地区越能够吸引环境移民。本部分主要探讨模范城市对住宅销售面积的影响是否来源于非

“环境效应”，这包括“申请”效应和“就业”效应两类备择假说检验，以判断模范城市的

环境移民效应是否确实由于优质环境的吸引。 

申请效应指的是各地级市在申请环保模范城市时，为了便于环境管理和达到各种考核

指标，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人为促进城市化而发生人口迁移活动，这可能使得环保模范城市

住宅销售面积的增加，我们将这种申请模范城市带来的迁移活动增加效应称为“申请效

应” ①。实际上，地方政府为评比模范城市的准备活动只可能在当年或上一年度发生，因

此申请效应是在模范城市评比当年或者上一年度发生，而本文使用的是下一年度的数据，这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的环境效应不是由申请效应造成的。为进一步消除该效应的影响，

本文使用了本年度模范城市对本年度和上一年度的住宅销售面积进行回归，如果确实存在

“申请效应”，那么获得模范城市称号将有利于本年度和上一年度住宅销售面积的增多。 

为此，我们分别利用 2006-2013 年和 2005-2012 年的环境质量对 2005-2012 年住宅销

售面积进行FRD验证上一期和当期的申请效应。由于一个城市在 t年成为环保模范城市时，

我们认定其在 t年及之后的所有年份都是模范城市，而在分析 t年的模范城市对 t - 1年或

t年的环境移民效应时，可能捕捉到了 t - 2年或者 t - 1年模范城市的环境移民效应。据此我

们采用 Collier等（2004）的处理方法，只选择在样本期间内第一年成为模范城市，即删除

在当期之前已经成为模范城市的样本，剩下的样本中只包括非模范城市样本和该年第一次

成为模范城市的样本。其断点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 

                                                        
① 在对中国环保部的工作人员电话采访时，他们提出这种可能，地方政府在申请环保模范城市的过程中

可能人为地促进城镇化以符合模范城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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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模范城市的申请效应 

 
lnhousale 

（1） 

lnhousale

（2） 

lnhousale

（3） 

lnhousale

（4） 

lnhousale 

（5） 

lnhousale

（6） 

model 
-5.738 

（6.982） 

-4.877 

（4.298） 

-5.305 

（4.868） 

8.890 

（8.530） 

5.973 

（5.494） 

13.09 

（15.56）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经济发展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公共服务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地理条件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样本量 474 469 464 467 463 458 

注：括号内为 H-W稳健标准误差；*、**、***表示 t统计量在 10%、5%、1%水平上显著；（1）（2）

（3）栏是对应当期的结果，（4）（5）（6）栏是对应上一期的结果。 

从表 7可以看出，模范城市的评比无论对上一期还是当期的住房销售面积的影响并不

显著，这表明并不存在 “申请效应”，申请效应的验伪也证明了各城市在模范城市评比之

前具有相同趋势，住宅销售面积的显著增加确实是在模范城市评比之后才发生的。 

另一方面，环境对移民的吸引可能并不是因为环境质量，而是因为环境较好地区拥有

更多的经济就业机会（Naude, 2008; Veronis.et al, 2014）。如环保模范城市称号促进了地区

产业经济发展，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使外地人口净流入。一般来说，环保模范城市的环

境质量较好，这可能促进本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模范城市带来的净移民效应可能源自模范城市的“就业效应”。为验证该假说，我们

对各地级市有关旅游和社会就业变量进行 FRD 回归，这包括旅游人口、旅游收入占 GDP

比重、就业总量、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以及各地级市从事饮食住宿人员占比等指标。若存在模

范城市的“就业效应”，那么相关指标将显著高于非模范城市，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 

表 8  模范城市的就业效应 

 
旅游人数 

（1） 

旅游收入占当

年 GPD比重 

（2） 

从业 

人数 

（3） 

第三产业就

业人数 

（4） 

第三产业就

业人数比重

（5） 

从事住宿、

饮食人数

（6） 

从事住宿、饮食业人

员占总从业人数比重

（7） 

model 
3726.9 

（17962.8） 

-3.833 

（4.607） 

15.56 

（47.36）

8.263 

（25.88）

-6.250 

（8.409）

-0.480 

（1.825）

-0.845 

（1.105） 

时间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633 627 644 646 644 646 644 

注：括号内为 H-W 稳健标准误差；*、**、***表示 t 统计量在 10%、5%、1%水平上显著；旅游人

数和旅游收入数据来源于 CEIC，其他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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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8看出，模范城市并不意味着本市旅游业得到发展，对就业总量和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及比重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被认为最受旅游业影响的饮食住宿人员比重及总量也

不受模范城市的影响，模范城市的就业效应是不存在的，环境移民效应并不是由就业效应

引起的。 

总体来看，本文的环境移民效应能够排除申请效应和就业效应这两个途径，可以认为

优质环境确实对人们产生了较强的正效应，而引起的环境移民现象，中国当前确实存在根

据环境的移民现象。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模糊断点回归（FRD）分析了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对环境移民的影响，并使用

了宏观地级市住宅销售面积作为人口迁移的代理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非

模范城市，模范城市的住房销售面积较大。这不仅为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提供了直

接实证证据，更表明中国地区间已经存在环境移民现象。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人口证据支持：

2000-2010 年常住人口与各年户籍人口回归结果表明环保模范城市确实有利于人口的增

加，但模范城市的环境效应被户籍制度所限制：户籍制度较紧的模范城市户籍人口并没有

显著高于非模范城市。此外，环境质量的移民效应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且这一滞后效

应随着时间而呈衰减趋势。最后，验伪检验排除了模范城市的“申请”效应和“就业”效

应，模范城市对住房销售面积的影响确实是由高质量环境吸引的环境移民所引起的。 

可以认为，中国地区间的移民行为不再仅仅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就业，各

地区良好的环境也显著地吸引环境移民，这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力资本，增加

了优质环境的地区外部效益。因此地方政府应当重新审视和定位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

关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考虑适当增加环保投入以提高地区环境质量，这可能

吸引足够的环境移民以保证本地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同时，减少户籍限制或降低公共服务

与户籍的挂钩也是环境移民的重要保障。 

相反地，本文也给当前地方政府一个重要警示：地方污染程度的持续加重将促进环境

移民的流出，这不利于本地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极其不利，地方政府

有必要提供足够的环保投入，以缓解本地环境质量的恶化。应指出的是，本文考察了正常

环境质量引起的环境移民问题，在环境为边际效用递减情况下，地区更为恶劣的环境必定

带来更大规模的环境移民。当政府延续以往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而忽视环境治理问题

时，可以预期未来的环境移民现象将更加严重。总的来说，中国已经出现根据环境的以足

投票现象，在未来生活工作中人们倾向于流入环境优质地区，当政府政策过分倾斜于经济

发展时，必须将人力资本的流失考虑到经济发展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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